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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
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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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历史学研究中传统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除了互补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一种解读模式与解

读对象的关系，即文献记载提供了解读考古发现的时代、性质和历史意义的模式。从解读模式与解读对象的

关系上讲，作为传统“证经补史”思维方式和近代实证主义史学观念产物的“二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等提

法是值得推敲的，因为“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使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陷入循环论证之中。实际上，

文献史料、人类学知识等都不过是提供了解读相关考古发现的性质和历史意义，构建古史叙述的模式。模式

是多元的，对考古发现的解读和对历史叙述的建构也应该是多元的。以这种视角来审视学术界有关二里头文

化与夏王朝关系的研究，其中的问题一目了然。二里头文化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开放、多元，除了来自传统

文献的夏商周王朝体系，还应该有多视角、多层面的解读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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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重证据法”问世以来，长期被历史学

界视为实现史学科学化的不二法门和重要保

证，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其他学科成果，衍生出

“三重证据说”“四重证据说”。但以上学说的本

质都是历史学家利用文献记载、人类学模式来

解读考古发现，构建历史叙述的研究方法，并非

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回顾二里头文化研究，其

实是陷入了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循环论证之

中。鉴于此，笔者再次审视了文献记载与考古

发现之间的真实关系，以期对二里头文化研究

有所裨益。

一、“二重证据法”再审视：解读

模式与解读对象的关系

历史学、考古学的“解读”是指史学家利用

某些方法和理论模式，遵循特定学术范式对古

代遗存、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言行等现象进行的

分析与解释。在解读中，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置

于特定背景和关联体系中推测其年代、性质和

功能，赋予其特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解

读是史学家面对史料和考古遗存的首要任务，

只有通过解读，即确定史料和古代遗存的时代、

功能和文化意义等，这些史料和考古发现才能

成为我们构建历史叙述的有用材料。

解读离不开特定的理论模式，史家借助特

定的理论模式对考古发现的历史遗存予以解

读，并在特定理论指导下以史料为依托构建历

史叙述，即撰述表述的历史。理论模式是沟通

自在的历史与表述的历史的桥梁，新考古学派

代表人物路易斯·宾福德称之为“中程理论”。

理论模式来源于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常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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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等。

当我们讨论作为解读模式的文献记载与作

为解读对象的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时，自然不

能回避“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这类被史

学界奉为圭臬的方法与理念，因为它被视为实

现古史研究实证科学化的黄金法则。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发表后①，轰动学

术界，被认为是开启甲骨学研究的“脉络或途

径”以及“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不

仅为王国维一生学问中最大的成功，亦为近代

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1］1220。王国维自称他的

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之新材

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他还把这一方法应用

于考证商周金文、敦煌遗书和汉晋木简等方

面。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本是指地下出土文字

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但后来地下

文字资料被扩展到地下一切出土实物资料。陈

寅恪总结王氏之学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

上之异文相互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

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

资料相互参政”。他说王氏用的实是“三重证据

法”［2］219。自此以后，二重证据法被中国史学界

奉为不二法门②。

在王国维学说的基础上，许多历史学者将

更多的其他学科成果引入到古史的研究中，衍

生出三重证据说、四重证据说。如，王煦华提出

顾颉刚先生用的是“三重论证”的观点，他在为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

说：“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

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

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

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3］5—6徐中

舒说：“我研究古文字和先秦史，常以考古资料

与文献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

况进行互证。由于观察思考方面较广，易得其

实。”［4］有学者据此说徐中舒提出了“古史三重

证”［5］。苏秉琦也说：“实现考古、历史与民族三

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

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6］

多重证据说成为近代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标

志性新方法、新思维，似乎不同学科的内容就是

不同的证据，这类证据越多重，越能找到历史的

真面目，历史学也就实现了实证科学化。

我们应该肯定“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

法”是近代史学科学化的重大发明，也是近代考

古学兴起后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史学从传统历

史学转向现代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改变了传统的王朝政治史视角和思维方

式，大大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与内涵，纠正了传统

文献史料中的诸多问题等。在近代中国社会背

景下，文献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成

果相结合在追求史学的实证化，重构民族主义

的中国古史叙述体系以满足时代的需要上，确

实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但从学理上来反思这一史学研究方法，如果

我们一定要认为“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

是史学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和不二法则，中国历史

学从此就走向了实证科学的道路，进而走出“疑

古”，实现“信古”，即再现历史真实［7］10，如此一

来，可能就过于自信和不识历史学的真面目了。

针对“二重证据法”的问题，乔治忠指出：王

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依托于他利用甲

骨文字对商代诸王世系的考订，在方法论上根

本算不得“二重证据法”。因为他实际运用的乃

是甲骨片上的文字记录，既然是文字记载，就与

古籍记载实际属于同一性质，不过更加可信而

已。因此，王国维之“二重证据”，如果参照他的

史学实践予以准确地解读，应当是“纸上之文字

材料”与“地下之新文字材料”，它们都是文字史

料。后来中国史学界对“二重证据法”不断推崇

和发挥，将它引入考古学领域，将器物、遗迹等

与古籍文献的记载对接，结果导致研究方法和

结论上复杂而严重的混乱。用“二重证据法”令

考古来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

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

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所以，他

认为“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

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方法，应当及早摒

弃。以考古发掘的实物、实迹，经科学的分析，

摆脱种种纠缠，独立地重建中国远古文明发展

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科学之要务［8］。

日本学者西山尚志以卡尔·波普尔的批判

性合理主义为基础，对“二重证据法”也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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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他认为“二重证据法”无法被证伪，在

逻辑上也有问题。二重证据法所导出的结论总

是正确的（即不可证伪的），所以二重证据法是

“非科学”的理论［9］。

这些对“二重证据法”学理与滥用的批评皆

有其合理性，但笔者认为尚未触及到该问题的

本质。

在近代实证史学向现代，甚至后现代史学

转变的时代思潮下，重新思考多重证据说，深入

思辨其中的学理、逻辑，我们可以发现，文献记

载、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发现之间虽然确实存在

密切关系，但文献记载、人类学相关知识与考古

发现之间不是平行互证的多重证据关系，而是

解读、建构模式与解读、建构对象之间的关系。

否则，我们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陷阱——以文

献记载阐释了考古发现的性质与时代，而这些

被赋予特定性质的考古发现又证明了文献记载

的可靠性。虽然在我们的历史学研究中，常常

见到这种“互证”“共谋”的现象，即当代相关理

论假说先被用于解读古代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

等史料，并建构出某种古史陈述版本；反过来，

我们又用这种历史陈述来证明、支持当代的相

关理论观点的合理性。

首先，考古发现的物质形态的古代遗存虽

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们自己不会说话，必须通过

考古学家的解读，确定其年代，推测其性质和社

会意义，然后才能在重构古史中发挥作用，成为

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在有文献记载的时期，文

献记载无疑为我们解读这些考古发现提供了重

要的一类理论模式。

其次，甲骨文、金文等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

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是解读对象

与解读模式的关系，即通过文献的相关记载去

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意义与性质，解读其中的历

史信息。例如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有

许多晋侯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含义是什么？蕴

含什么样的历史信息？我们必须借用《史记·晋

世家》等相关文献记载中西周历代晋侯的名字

来解读。

除此之外，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往往只字

片语，本身意义不明，只有通过文献将它们相互

串联起来并与文献中的相关历史事件、人物联

系起来，才能赋予其意义和价值，如凤雏甲骨中

祭祀“成唐”的卜辞被解读为成汤就具有了特定

的历史学价值，由此引申出更多的相关历史解

读与想象。这本质上是一种解读和建构，而与

“二重证据法”无关。

最后，当代人类学知识也被考古学家拿来

作为解读考古发现历史意义的理论模式，尤其

是对于缺少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考古学，几乎

完全依赖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甚至由此引出“考

古学到底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的争论。这类

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考古学家们实际上是在潜

意识中接受了人类文化单线进化论的假说，而

没有考虑到这些人类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通适用

性。如果考虑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复杂性、变

化性，文化现象、物质遗存的相似性并不一定代

表其背后的本质和人类行为、观念的一致性。那

么，人类学知识也只是一种供我们解读相关遗

存、现象，重构古史叙述的模式，以及支持我们解

释的某种理由，而不是发现历史真相的证据。

总之，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本质上是

历史学家利用历史文献记载、人类学知识作为

模式来解读某些考古发现，建构某种历史叙述

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家利用多种资料来支持

自己提出的解释与假说，而不是这些不同方面

的资料证明了历史学家所提观点的正确性，即

揭示了历史的真相。

如果考虑到文献的文本性，即文献记载及

各种注释形成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问题就

更复杂了。

从文献的文本性来讲，所有文献都是文本，

都受话语权的左右和作者主观性的影响，不同

时代的文献反映的是不同时代或不同作者对历

史的解读与建构，彼此一样，都具有文本性，越

早的文献记载也未必越具有准确性。比如，古

代《诗经》中的“雅”和“颂”、甲骨文的祖先祭祀

系统，都是通过创业历史的回顾和创业中伟大

人物的歌颂、祭拜，以弘扬丰功伟业，证明权力

的合法性，凝聚群体，保持传统。这类的文本、

表演因为强烈的政治功能和目的性，必然会对

创业的过程、事件和人物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与

放弃、突出与忽视、神话化与妖魔化、褒誉与贬

低、夸大与缩小、附会与转嫁等方面的加工，并

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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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存在的问题：一

是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有“伪”；二是没有考

虑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不一致的场合；三

是即使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内容一致也不能

“全为实录”［9］。笔者认为，他触及了问题的要

害。无论是考古发现的文字记录，还是流传数千

年的文献记载，都是一种文本，均具有作者的建

构性。例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商王室认定的

商王世系和正统，本身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

分？甲骨文的商代王系，就像《诗经》《左传》等书

中相关先公先王丰功伟绩的记载，首先是一种王

室官方的口传历史，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

走向辉煌的历史，不过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而

已，是历史陈述文本之一，并不是天然具有不可

置疑的真实性。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后代编修家

谱广泛存在着对自己家族来源的神话和附会，例

如李唐王室对老子李聃的附会。

从出土文字记载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来看，

彼此之间有时也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

间的关系，即相同的历史记载，甲骨文、金文的

记载是早期文本，文献记载是流传下来的晚期

文本。例如，在西周遂公 铭文中已有大禹治

水的记载，有关大禹治水的记载也多次出现在

晚期文献中，遂公 铭文与后来的文献记载属

于有关大禹治水传说的早晚文本。这些文献只

是证明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西周时已经存在，

流传有自，历史悠久，但并不能通过这类所谓的

“二重证据”证明大禹治水就是信史。杜勇说：

“关于竹书内容的真伪问题，首先需要在认识上

走出一个误区，即不能因为清华简是出土文献，

就认为它所记录的一切都可信为真。其实出土

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

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

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

为凡出土文献其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

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

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

的态度。譬如，《尚书》头三篇即《尧典》《皋陶

谟》《禹贡》不好说成是尧舜时代的著作，那么，

来自地下的战国竹简本《尹诰》《说命》《耆夜》

《保训》诸篇，是否就可以不加论证地视为商周

时期的作品呢？如果作品的制作年代与它所反

映的史事年代存在相当距离，又当如何评估其

史料价值呢？”［10］3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

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

真相的再现，只不过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

较好地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而已。况且大部

分早期历史陈述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因为语言、

文本的变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晋侯墓地

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各代晋侯的名字与文献，

与《史记·晋世家》的记载差别很大，几乎无法互

相对应。

当然，较早期的文本，在时间上与历史上发

生的真实事件更接近，能更直接地反映那个时

代作者的立场、观念、认知和目的。后来的流传

文献或后世假托前世的文献离它们记录的历史

更远一点，是一种反映这些文本创作者和他所

处时代关于古代历史的立场、观念、认知和目的

等。两者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有人说“最接

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但也有人说“当

局者迷旁观者清”。谁更有理？也许，我们将早

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

文本才更合理。

二、实证抑或解读：三代考古中的

文献与考古关系辨析

三代考古学研究中，从作为解读与建构模

式的传统文献记载与作为解读对象的考古发现

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审视夏商周考古的相关研

究，就会产生诸多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认识。

这些新认识将进一步促使我们去反思历史学、

考古学的本质特性，颠覆对历史学、考古学的传

统认知。

多数中国学者认为用考古发现证明文献记

载的真实性，修改其中的错误，补充文献记载的

不足，完善这段历史记载是三代考古学的目

标。这种“证经补史”式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三代

以后的考古学研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

这也就是所谓的作为传统历史学的考古学。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倾向与思维方式的原

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丰富的文

献记载和强大的历史学传统，使我们不可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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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记载和史学传统视而不见或一概否

定；其次，中国考古学是近代历史学中疑古学派

的产物，因此证史、补史成为考古学的主要学术

目标；最后，发达的、占据学术主流地位的考据

学传统，包括考据学的方法、思路等对中国考古

学研究的目标、路径等有巨大的影响，证经补史

而非建立独立的历史解读与叙述体系的思路影

响到中国考古学的工作目标和思路。

传统史学的倾向对中国三代考古学的定位

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证经补史”成为考古学的主要目标，以考古发

现来证明文献记载的可信；另一方面以历史文

献记载主导考古发掘与研究，如寻找文献中的

古国、古族、古文化，将大型遗址与文献记载的

古都结合，以王朝和四夷等来命名考古学文化，

重视建筑、青铜器的礼制研究，将考古学分期与

王系记载相结合，等等。历史文献的古史体系

成为解读考古学文化和建构古史的基本体系，

如炎黄世系，夏商周王朝体系，先商文化，先周

文化，等等。进而演绎出中国历史学的信古—

疑古—释古—走出疑古时代的发展阶段说。

从这个角度讲，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

文化的讨论就是传统“证经补史”思维的表现。

有学者指出：“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

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

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

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

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

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11］因此，中国学

术界一般对于关于夏王朝、夏民族文化是否存

在的讨论持一种匪夷所思、不值一驳的态度。

明明古代文献记得清清楚楚，考古发现又有以

高等级大型聚落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

化的存在，且二里头文化所在地域、时代与文献

记载多有契合之处，等等。如此有力的证据，还

用怀疑吗？

不过，如果仔细推敲“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

化，证明了夏文化存在”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并

不是板上钉钉的历史真实，只不过是一种中国

史学界的主流史学观点，本质上是以文献记载

为模式对二里头遗址性质的一种解读而已。

一方面，“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

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

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

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

存”。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

“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

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11］。

另一方面，在相关研究中可以发现，过早的

文献导向与过多的文献介入，使夏商周三代考

古学失去其独立性和中立性，造成文献与考古

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现状。相关考古学文化的

命名、分期也因受文献记载的影响而带有某种

先入为主的观念。美国学者罗伯特·L·杜朴敏

锐地观察到二里头文化的是否存在受到学者头

脑中是否存在“夏王朝”观念的影响，他说：“分

期与文化渊源问题是不可分割的。二里头一至

四期应严格地视作一个文化的不同年代阶段，

还是其中的几期确实与其他文化连为一体。许

多河南学者将二里头三、四期与郑州、安阳已知

的商文化相联系，而视之为‘早商’遗存。这些

文化遗存构成了一个序列：安阳的遗址肯定与

晚商的诸王有关；郑州发现的二里岗期被证明

是早于安阳文化遗存的阶段；二里头晚期遗存

则被视为早于二里岗的阶段。”“同样的问题存

在于二里头文化的开始阶段。其最早的几期能

否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相连？几处经过充

分研究的遗址表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

文化一、二期是前后相连的。这在密县新砦和

临汝煤山表现得最清楚。如果这个典型遗址的

各期被分别归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早商文

化，那么‘二里头文化’自己也就消失了！对这

些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所

站的高度。河南田野考古学家的眼光肯定与国

外的评论家不同。”［12］566

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文献史学导向的弊端，

有学者总结道：“一方面，史学导向使得很多考

古工作者完全从史籍中去寻找研究对象和目

标，而且将印证史籍看作是最有成就感的工作，

或将考古学材料简单的与历史文献对号入座，

考古学在人类行为和社会演变方面的研究潜力

无形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历史

学的价值判断影响，考古学既难以独立发展和

更新学科自身的理论方法，也缺乏吸收国际学

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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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最新进展的积极性。”［13］科林·伦福儒说：“我

认为过分地倚重纸上材料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

并不是什么优势。”“文字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如

果认为考古学是用来证实或补充文献记载的

话，仅仅作为次要的、辅助的地位，我要说不是

这样的，考古学有其独立性。”［14］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夏商周历史文献记载，

我们会利用考古发现讲述一个怎样的历史故

事？有相关文献记载，我们所讲的故事又是怎

样的？两种会一致吗？

我们常常自认为是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考

古发现的，宣称考古学研究是独立的，考古发现

证明了三代相关记载的真实性。但由于受教

育、环境的影响。几乎每个中国学者心中都有

挥之不去的由文献记载所构建的古史观念与意

识，如夏商周王朝体系框架的预设。我们以文

献记载来指导我们的考古工作，解读我们的考古

发现，然后又以考古发现证明文献记载的真实

性、准确性，彼此之间其实是一种斩不断理还乱

的循环论证关系，并由此导致无尽的学术争论。

归根结底，考古学家大概都希望以考古发

现为中心来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新版本，但不可

否认的是，我们又几乎没有可能摆脱传统文献

记载的影响。最终，还是文献史指导下的夏商

周考古学，包括“夏商周考古学”这个名字就是

来自于文献历史。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文献记载

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地将考古发现同文献

记载严格区分开来，考古的归考古，文献的归文

献，以避免互相影响。对于所谓的三代考古来

说，先建立从公元前三千纪到秦统一之间的考

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如二里头文化、二里

岗文化、殷墟文化、丰镐文化等，然后，学者们根

据自己的研究来处理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

与文献记载的夏商周王朝体系的关系，做出自

己的解读，构建自己的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

述体系。

其次，要认识到文献记载与来自人类学等

学科的理论模式一样，均是解读考古现象、构建

古代历史叙述的理论模式，而不是为考古发现

定性的唯一依据。从逻辑上看，文献记载与考

古发现之间不是互证关系，而是解读模式与被

解读对象的关系，考古学家借用文献的相关记

载作为模式来解释其所发现的古代遗存的性质

与意义，比如借用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来

推测二里头遗址的性质，但我们不能以此解读

结论又去反证相关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准确性。

最后，要想书写不同于传统文献历史体系

的古史叙述，即以考古学重写先秦史，必须先要

认清束缚我们的传统史学思维，解放我们的思

想观念，突破传统历史叙述体系。我们既要受

益于古代文献，但又不能受限于古代文献记载

和传统的历史叙述。不能局限于文献记载，受

文献的左右，应该持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各种

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来解读考古发现。如果过于

坚持文献史学方向和传统的“证经补史”思维方

式，只会限制我们的思路和视野，进而损害对考

古发现解读的多样性和深度。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考古发现与文

献记载的关系，本质是考古学家利用了文献记

载来解读其发现的意义和价值，文献记载是考

古学家解读考古发现的模式之一，但我们往往

将这种关系定义为考古发现证明了文献记载的

真实性，由此陷入以后世文献记载来解读考古

发现，又以考古发现来证明文献记载可信性的

循环论证的怪圈。比如考古学界关于夏王朝与

二里头遗址关系的争论，基本上都是首先以文

献记载中的“夏”来解读二里头遗址的性质，将

二里头遗址定性为夏都城，然后又反过来，以这

种解读结果——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存在来证明

历史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的真实可信

性，进而认为要从“疑古”走向“释古”“信古”。

有学者将这一现象视为“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

之间是一种互相验证的关系”，是原史时期历史

研究方法之一。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这一

思路的本质是循环论证，并影响到考古学文化

阐释的科学性。它们看起来像是论证，但实际

上却是把要论证的结论当成了前提。

从逻辑上讲，文献记载的本身有待证明，利

用文献记载等各种模式对考古现象的限制与意

义所作的推测也只是某种解读，而不是科学的

实证，这些解读不能视作历史证据，更不能又用

来反证文献记载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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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文化的解读与历史叙述体系的建构

应该是开放性的、多元的，除了来自传统文献的

夏商周王朝体系，还应该有多视角、多层面的解

读与建构。仍以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为

例，除了以文献记载作为模式的传统解读外，也

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模式对二里头文化做出新

的解读，这种解读的探索对我们突破旧的思维

方式、理论框架，打破思维定式，促进史学创新

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国际著名汉学家艾兰教

授避开中国传统文献的夏、商概念和框架体系，

引用“文化霸权”和“文化表象”等概念对二里头

文化作了新的解读：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在于

它最早使用青铜铸造礼器。结合二里头时代的

文化内涵，可知礼制应初步形成于二里头文化

时代，当时，“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很可能已

经存在。这种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最早形成

于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并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

中心，在商代末叶以前确立了在中国大陆的文

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为青铜礼

器及相关事物，如青铜仪仗兵器、特定类型的玉

器、依据甲骨裂兆等。“文化表象”和“文化霸权”

也表现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晚商文

化和周文化的关系上，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

化、殷墟晚商文化和周文化在礼器上表现出极

强的传承性。由此，从“精英文化”和“文化表

象”的角度讲，延续发展的中华古代文明，正是

发端于二里头时代所开创的礼制文化［15］。这种

解读避开了考古学文化是夏人还是商人，是夏

王朝还是商王朝，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的无尽

争论，对我们认识从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

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到周文化的中国古代

文化传统的形成、核心特征、历史传承与演变等

都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总之，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关系来

说，考古与文献的关系是定位于“证经补史”还是

定位于“以经释古”，即以文献记载作为释读考古

发现的模式之一，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余 论

综上所述，我们利用文献记载作为模式来

解读考古发现的历史意义时，必须具有逻辑的

合理性，即两者在时空、性质和文化内涵上存在

对应性，“将文献记载的逻辑关系与考古存在背

景关系（包括时空、文化性质、聚落结构等关系）

作总体地、有机地对应，以求取两者之间更为紧

密的逻辑关系”［16］。其中，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文

化遗存及其文化意义的对应性，不能赋予某些

文化遗存其所不具有的文化意义来解说其历史

价值，进而引申出一系列的结论。例如，哪些考

古学文化遗存可以作为象征，来代表政治共同

体的认同？哪些考古学遗存可以作为族群认同

的象征，视作区分不同族群的标志？我们的许

多考古学文化遗存可能更多的是与古人的日常

生产、生活和特定环境相关，而与政治共同体或

族群认同的象征关系不大，比如作为日用品的

陶器。选择不同的古代遗存作为标准，可以划

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果我们将主要以陶

器为标准而划分的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某种政治

体或族群，就存在学理、逻辑上的问题。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可能包括不同

的政治体，一个政治体也可能包括不同的区域

文化［17］。当代考古学界那种将以物质文化遗

存，尤其是主要以陶器特征为标准的考古学文

化与具有制度文化层面、思想观念和主观认同

层面为基本特征的政体、族群作简单的对应，是

很值得商榷的［18］［19］，更不能导出考古发现证明

文献记载可靠的结论。

最后，笔者还要特别强调，文献记载在被作

为模式使用时，应首先将之视为“文本”来审视

和批判，认清其时代性、建构性和流传过程中的

诠释和再诠释过程。科林·伦福儒说：“我对文

献资料固然很重视，但是书写是经常被扭曲的，

它们是由那些希望表述自己观点的人写成，它

们是由希望证明自己合法的权力者写成的。”［14］

如果不能认清文献的“文本”特性，文献记载就

会误导我们。

注释

①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②

笔者认为，虽然有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因素，但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明显还是传统证经补史的考据

学思路的产物。当然，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近代实证主

义史学有相似之处，有关这一点，已有梁启超等多位学者

论及。

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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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Research of Erlitou Culture with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Xu Lianggao

Abstract: Besides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more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s that the literature records provide the model to interpret the age
and historical meanings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bject of interpretation， the traditional opinion of the dual attestation or the triple attestation is
worthy questionable because it make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n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all into a circular argument.
In fact， the literature records and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only are models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meanings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to construct historical narrative. Multiple model make pluralistic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amin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litou culture and Xia Dynas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find the problems clearly. We hope the future research on Erlitou culture should be more
open and pluralistic.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the system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from traditional
documents， the next research on Erlitou culture should have multi perspective and multi-level interpreta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terature records; archaeology; interpret and construct; model; dual attestation
［责任编辑/云 扬］

12


